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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杂合、爱情与多余的主人公
———奥尔罕·帕慕克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

张　 虎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　 要： 帕慕克是一位文化杂合的作家。 帕慕克笔下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媚俗的叙事。 帕

慕克小说的主人公是无足轻重的、边缘的。 这些帕慕克研究中的定论与空白，为我们更深入地

理解帕慕克提供了一条通道：帕慕克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到底发现了什么？ 什么是“文

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 这是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回答的一个问题。 其实，答案就在我们

对帕慕克之爱情叙事与主人公的误读和批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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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奥尔罕·帕慕克（Ｏｒｈａｎ Ｐａｍｕｋ，１９５２—）是

一位表达文化杂合理想的作家。 在当代帕慕克的

批评与研究中，这样的观点俯拾皆是。 如土耳其

学者贝拉克斯肯·艾琳：“如何理解土耳其？ 帕

慕克提供了一个伊斯坦布尔式的、混合了东方与

西方、永远介于两者之间的视角。” ［１］２０５美国作家

伯曼说：“《白色城堡》中亲密的、令人困惑的情感

是否可以说明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复

杂的关系？ ……欧洲与中东之间的世代仇恨让它

们相隔近 １ ３００ 年，但是，有恨的地方，往往也有

爱存在。” ［２］３９再如，“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
文化发展的混杂性” ［３］８８、“面对东西方之间的文

化冲突，帕慕克的一贯主张是文化整合……提出

了‘双重身份’的理想”，［４］５４⁃５９等等，诸如此类，不
一而足。 虽然它们的表述方式不同，但其内容无

多少差别———东西文化的杂合。 客观地说，这一

表述有一定合理性，帕慕克确实在多个场合、多部

著作中谈到文化杂合问题：“东方不是东方，西方

不是西方” ［５］１３５、“每个人都有时是东方人，有时

是西方人” ［６］３７０、“我想成为一座桥梁、一座不属

于任何大陆与文明的桥梁，这样便可以置身事外

观察这两种文明。” ［７］ 问题在于，帕慕克在小说中

不仅表现了文化杂合，也表现了文化冲突：在《寂
静的房子》中，是塞拉哈亭与妻子法蒂玛持续了

一生的争吵，在《白色城堡》中，是霍加与威尼斯

学者“我”的博弈；在《新人生》中，是妙医师与现

代化进程的对抗；在《我的名字加红》中，是细密

画与透视画的斗争；在《雪》中，是世俗军队与伊

斯兰恐怖主义的角逐……而且，在帕式的文学网

络中，“冲突”的内容似乎远远大于“杂合”的象

征。 难怪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库利说，帕慕克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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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作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构成了一种呼

应关系［８］３４０———但这却是当代帕慕克研究中一个

微小的声音。 同时，帕慕克还说过许多与“杂合”
论格格不入的话：“所有关于东西方的归纳都是

泛泛而论，别相信它们……” ［７］、“我是一个西化

主义者，我为西化的进程而高兴” ［６］３６９、“任何认

为可以通过某些简便方式来解决文化冲突的人都

是愚蠢的，最后，它会给这一问题带来新的麻

烦。” ［９］更重要的是，在帕慕克的作品中，人们似

乎找不到一个明晰的、确切的文化杂合的象征体

系，充其量是一些点缀、闪现或巧合（如《白色城

堡》中的 “多皮欧堡”、 《我的名字叫红》 中的

“红”）。 或者说，文化杂合论难以落到实处，它到

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物，抑或一个被忽视的情

节？ 这是“文化杂合派”也是帕慕克研究领域未

能回答的一个问题。 其实，回首反思，这一观点大

致是源自于 ２００６ 年的诺奖评语：“在追求他故乡

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

征。”这段评语马上会让人联想到霍米·巴巴的

一些文化杂合思想，如“混杂性” “第三空间”等。
可是，仔细推敲这段话，会发现仅以“文化杂合”
这一概念替代之，会遗漏太多重要的信息：“故

乡”（ｎａｔｉｖｅ ｃｉｔｙ）指代什么？ 伊斯坦布尔———帕慕

克几乎一生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 “忧郁”是什

么？ 什么是文明冲突？ 什么是“交织”？ 这一问

题不难回答，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下文也会论及。
那么，什么是“新象征”，即什么是“文明冲突与交

织的新象征”？ 这似乎是这段话中最重要的一个

问题了。 遗憾的是，至今，我们仍未能给出一个比

较合理的答案。
带着这一问题，让我们进入帕慕克研究中的

另一个误读或空白。

二
《我的名字叫红》中的主人公“黑” （人名）是

一个 “无足轻重的人物” ［１０］、一个 “线索型人

物” ［１１］１１５“局外人”，［１１］１１６黑与谢库瑞的爱情也是

《我的名字叫红》 这 部 小 说 “ 最 失 败 的 一 部

分”。［１２］２３《雪》中的主人公卡是一个“只能让人怅

惘、难以赢得同情” ［１３］９ 的诗人，让人 “啼笑皆

非”，［１３］９他与女主人公伊佩珂的爱情也实在是

“太离谱、太轻贱了”。［１３］９一些学者甚至说，帕慕

克是一个“媚俗” ［１４］１１作家，他小说中的爱情、冲
突或谋杀只是一些“俗套不过”的大众套路，［１４］１１

等等。 依此观点，帕慕克真的成了一个不怎么高

明的作家。 为什么？ 因为帕慕克几乎在每一部小

说中都会放置一段忧伤的爱情，这段爱情中的

“罗密欧”也往往是小说的主人公：如《杰夫代特

先生》（１９８２）中的雷非克与裴丽汉、《寂静的房

子》（１９８３）中的倪尔君与哈桑、《黑书》 （１９９０）中
的卡利普与如梦、《新人生》（１９９４）中的奥斯曼与

嘉娜、《我的名字加红》 （１９９８）中的黑与谢库瑞、
《雪》（２００２）中的卡与伊佩珂、新作《纯真博物馆》
（２００８）中的凯末尔与芙颂。 这几乎包括了帕慕

克的所有作品。 帕慕克真的如此不高明、媚俗吗？
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观点。 更有可能的是，这种

“媚俗”“轻贱”的背后隐藏着另一层仍未被认知

的含义。 那么，这些“无足轻重”的主人公、这些

“失败”的爱情描写是否就是诺评中所说的“新象

征”呢？ 乍一听来，这有一点故作惊人之语。 但

如果将帕慕克研究中这些困惑与土耳其的现实处

境、帕慕克的创作渊源结合起来，然后重读其作

品，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
让我们从帕慕克创作的基本模式与结构谈

起。 帕慕克之所以大书特书爱情罗曼司，与“文
化冲突”这一叙事（有时，表现为谋杀案，有时是

公开决斗，抑或其他）是分不开的，即所谓的“俗
套”的畅销小说模式。 细读帕慕克的小说会发

现，大部分爱情故事都发生在一个东西文化冲突

的时代洪流中：黑与谢库瑞 ／ 细密画与透视画的

冲突、卡与伊佩珂 ／ 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争

斗、奥斯曼与嘉娜 ／ 妙医师与现代化的对抗，等
等。 因此，实际上，每一位主人公都深处两个语境

中，一是男女之爱，一是文化冲突的大背景。 那

么，这些主人公是如何面对这一切呢？ 答案是放

下自我与身份，沉浸于爱情之中，忘乎所以。 这种

选择取向与帕慕克小说主人公的一个宗教人物原

型有关———苏非。［１５］苏非即 ｓｕｆ，也即伊斯兰神秘

主义信徒。 作为土耳其文化史的主要脉络之一，
苏非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帕慕克的小说创作：“我
对苏非思想很感兴趣……视苏非文学为文学珍

１５１

第 ４ 期　 　 　 　 　 　 　 　 张　 虎：文化杂合、爱情与多余的主人公———奥尔罕·帕慕克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宝” ［６］２６１、“我的小说受到了双重滋养：一是西方

的伟大小说艺术、小说写作，一是传统的苏非伊斯

兰作品。” ［１６］那么，苏非是一种怎样的形象呢？ 一

般来讲，他具有两个较为明显的外在特征：一是

“恋之奴仆”，另一是心灵上的超世和对身体的摒

弃。 第一个特点对应于帕慕克小说主人公对爱情

的狂热与沉迷。 且听他们的爱情观：卡：“生活中

除了爱情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更能让人幸福

了。” ［１７］４２０黑：“我之所以能够乐观地接受生命与

世界， 完 全 有 赖 于 谢 库 瑞 与 自 己 对 她 的 痴

情。” ［１８］３３奥斯曼：“爱应该快速急切把握，并且同

舟共济。 那是一种怀抱另一半，把世界置之度外

的激情。 它是为灵魂之舟找一个安全港湾停泊的

渴求。” ［１９］２４５不夸张地说，在故事中，他们除了幻

想婚姻与爱情，追逐恋人之外，几乎什么也没干。
实际上，一些批评家都已发现了这一点，如戴维

斯：“黑的所有时间、经历都用在对一个美丽女人

的颠狂恋爱中。” ［１０］ 在谈到《新人生》时，帕慕克

曾对此直言不讳：“在小说中，我试着展现一个梦

者的恋爱之感……那种爱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
至于叙事者坠入另一个世界、开始另一种人生。
它是一部关于在爱中成熟———抵达意识上的更高

层次———的作品。” ［２０］因此，帕慕克的小说被贴上

了“浪漫小说” “媚俗”的标签。 第二个特点对应

于主人公对自我与身份的拒斥。 个体是鱼，社会

是水。 在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中，卡利普、黑、卡都

难逃卷入分辨“我们”与“他们”、东方与西方、世
俗与伊斯兰的斗争中：黑深入禁宫、调查凶案、被
凶手跟踪、与凶手搏斗，卡被军人监控、被恐怖分

子质问、目睹枪杀案、经历政变，奥斯曼离家出走、
历经无数车祸、被撞得头破血流……这一切读来

让人惊心动魄。 这是一种大众的、市场化的暴力

“俗套”吗？ 或许只有外人这么看，土耳其本土读

者大概永远不会得出此类结论，因为这是天天发

生在土耳其的赤裸裸的现实，现在、过去，都是如

此：梅内门事件、１９２６ 年总统谋杀案、伊斯兰大百

科全书事件、托钵僧叛乱、当代头巾风波、１９５０ 至

１９９７ 年的 ４ 次军事政变、２０１０ 年的“大锤”政变

计划以及数不清的种种流血冲突，无数的人在这

一过程中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简言之，这只是帕

慕克对土耳其本土文化冲突的一种直陈与记述。
可是，在身体的毁灭与蹂躏中，主人公们在心灵上

却永远是独立自由的。 他们不站在冲突中的任何

一方，可以与任何人谈心交友，他们更不认为自己

属于一个土耳其人、西方人，还是伊斯兰主义者，
他们对“自我”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我无法

做 自 己 ” ［２１］４２０、 “ 一 个 人 的 存 在 就 是 做 别

人” ［２１］１１６、“我的体内有两个灵魂”。［１７］２８７ 这一性

格特征成为了批评家生发帕慕克之文化杂合思想

的根据地。 可实际上，这不过是对苏非价值观的

一种现代诠释，而且，帕慕克在小说中确实没有大

力推崇什么“文化杂合”之类的思想或主张。 最

后，要强调的是，这两部分内容是互融在一起的，
构成了一种教徒式的人主之爱：主人公身体上在

文化冲突中经受历练，心灵上摒弃了自我与身份，
醉心于恋爱与相思，难以自拔。 这两者加起来基

本上是帕慕克小说的全部内容了。

三
帕慕克不是一个苏非信徒，而是一个后现代

倾向的小说家：“我生长在一个世俗化、西化、半
无神论、实证主义的家庭中。 我的祖母经常给我

们朗诵无神论诗，其他人也一样……” ［２２］２１、“理
性是我生命的中心。” ［６］２６２ 他只是利用了苏非主

义，他另有其表征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诺评中的

“新象征”。 要知道，在几乎所有的小说中，帕慕

克都是站在主人公的身后的。 当主人公拒绝东西

方、世俗与宗教的划分，否定了文化冲突时，帕慕

克也说：“在我看来，不论是来自西方的冲突，还
是来自东方的冲突，也就是我所生活的世界的一

部分，这些命名与理解本身就是错误的。” ［７］ 当主

人公怜悯伊斯兰恐怖主义者，也同情世俗精英，以
至于成了一个“双面间谍” ［１７］３７１时，帕慕克也说：
“不存在什么真空中的伊斯兰” ［２３］４１、“在外人看

来，土耳其有好人———世俗者、民主主义分子、自
由主义者，也有坏人———民族主义者、政治伊斯

兰、保守派、独裁分子。 不！ 一般来说，对土耳其

人而言，这二者是并存在一起的。” ［２４］９１这样，主人

公就在小说中实践了一种销毁与瓦解文化冲突的

诗学功能。 同时，在“爱情”这一情节中，帕慕克

同样是站在主人公这一边的。 当主人公忘记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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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霍乱，醉心于相思与甜蜜时，帕慕克说：“我不

想说，这些是好人，那些是坏人。 实际上，小说是

一种对幸福的呼唤：生命苦短，应当珍惜，带上你

的女孩，远走高飞” ［２４］１５６。 如果问，我们能在帕慕

克小说中寻找到什么的话，那么，它一定不是文化

冲突，或是文化杂合，抑或其他的宏大理论，而是

一种对个体的怜悯和对生命的求索———这亦是帕

慕克和他的小说主人公的共同诉求：“用不着把

任何事情都看得那么认真，生命难道不美妙吗？
更多的关注一下生命中的细节吧。 人生在世最重

要的是幸福。” ［２４］１５６如果我们能重新审视这些“线
索型人物”、文化冲突的“局外人”，会发现他们在

文化冲突的时代中所垂范出的意义与价值：如果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能像

他们一样忘记自我与身份，谦逊、知足、勤勉、缄
默，沉浸于个体的爱情与幸福，这个世界或许会少

一些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以至于这一切会自行消

亡、化为乌有———一切冲突皆由一个又一个的个

体引起、产生和构成。 虽然他们的爱情梦想最终

在文化冲突的洪流中被毁灭：《寂静的房子》中哈

桑伤及了倪尔君，导致她的死亡；《黑书》中，卡利

普与妻子如梦未能团聚，只能在记忆中采摘过去

的浪漫；《新人生》中，嘉娜远走高飞，奥斯曼在一

次车祸中丧生；《我的名字叫红》中黑的右臂被砍

伤，成了残废，与谢库瑞度过了忧伤的一生；《雪》
中的卡与伊佩珂最终劳燕分飞，卡在法兰克福被

枪杀；《纯真博物馆》中，芙颂在一次车祸中死去，
凯末尔在收集、抚摸芙颂的物品中度过余生……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笔法，也是帕慕克对东西文化

冲突的又一次抨击与控诉。
生命苦短，宇宙浩瀚，与个体的生命相比，世

俗、伊斯兰、东西方文化冲突或许不值一文，这些

虚伪空洞、“泛泛而论”的概念也许是人类获得幸

福的巨大敌人。 这种伊壁鸠鲁主义式的人文关怀

或许就是帕慕克作为一个文学家（而非理论家、
政治家）在追求伊斯坦布尔忧郁的灵魂时发现的

“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 这个主张或许不

够深邃、惊人，但在一个政治化的国家与年代里，
它却有着发人深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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